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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利用六省肉羊养殖户调研问卷，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ｔ模型和多元处理效应

模型（ＭＴＥ 模型）分析交易特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由此导致的养殖户

养殖收入差异。 结果表明：（１）交易特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资产专用性的

提高、交易频率的增加和不确定性的上升均能促进养殖户参与紧密产业组织模式；（ ２）在消除选择性

偏差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均能提高养殖户养殖收入，而纵向协作

模式对养殖户收入提升作用优于横向合作模式；（ ３）横向合作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小规模养殖户的养

殖收入，而纵向协作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大规模养殖户的收入；（４）横向合作模式主要通过降低养殖户

养殖成本来提升养殖户养殖收入，纵向协作模式主要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来提升养殖户养殖收入。 文

章建议，通过提高专用性资产和人力资本水平、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等多途径提升养殖户

组织化程度，并针对不同地区肉羊产业发展状况，结合当地养殖户及产业组织主体的具体情况有针

对性地推动产业组织模式发展。
关键词：交易特性；农户；产业组织模式；养殖收入；ＭＴＥ 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３０－１３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

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提

出通过提高小农户组织化水平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传统小农户向现代

小农户转变。 在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扶持政策推动下，农业产业组织发展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不

断提高，产业组织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组织模式也逐渐多样化。 那么，这些产业组织模式能

否有效提升农户收入？ 当前部分规模化程度低、分散化程度高的农业产业，农户产业组织参与

水平仍然较低，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产业组织模式的选择？ 而探讨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

影响因素以及准确评估不同产业组织模式的绩效对进一步优化产业组织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

进程，进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产业组织模式及其绩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农户产业组织模

式选择以及产业组织绩效评价方面。 首先，在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和参与方面。 根据新制度

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产业组织模式选择问题产生的前提，以及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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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非市场安排增强协作程度的主要动因，交易成本对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起着决定性作

用 ［１－２］ 。 为此，部分学者从不同的产业（生猪、肉牛、茶叶、柑橘等）入手，通过对交易成本类型的

划分并进行测度，分析不同类型交易成本对市场主体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 ［３－５］ 。 而有学者

认为交易成本中搜集信息、谈判和签约等费用不仅涉及金钱，而且耗费人的时间和精力，很难用

货币衡量，要准确地计算交易成本是不可能的，尤其针对老龄化严重、农户文化水平较低等问题

严重的农业产业而言，准确衡量与销售过程相关的交易成本尤其困难。 因此，有学者建议将交

易成本以比较方式来评估 ［６］ ，此种方法主要是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等交易特性

出发，比较分析其对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 ［７］ ，如史冰清等 ［８］ 、杨丹等 ［９］分别分析了专

用性资产、交易频率或不确定性等交易特性对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发现其对农户紧

密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其次，关于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 此方面的

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较多学者研究了单一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和福利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企业＋农户”合同交易模式、“合作社＋农户”中介组织交易模式等紧密产业组织模

式与松散产业组织模式相比，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 ［１０－１１］ ；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紧密产

业组织模式并不一定能有效提升农户收入 ［１２］ 。 另一方面，关于不同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

收入影响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 姚文等 ［５］认为与市场交易模式和合作社模式相比，生产合同

模式对农户增收绩效最高，其原因是生产合同除了规定最低收购价之外，还为农户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而李霖和郭红东 ［１３］认为合作社模式对农户增收绩效最高，其原因是农户与签订公司

相比属于获利能力被削弱的一方。 最后，关于肉羊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及绩效的研究。 以

往关于产业组织研究多基于种植业或生猪、蛋鸡等畜禽产业，鲜有文献关注作为牧区农牧民收

入主要来源的肉羊产业。 肉羊产业作为节粮型草食畜牧业是中国畜牧业中的重要产业，羊肉在

居民日常消费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也是世界羊肉生产第一大国。 但与其他农业产业相比，
中国肉羊产业养殖分散化程度更高，而养殖规模化程度更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其中重要的原

因是肉羊产业组织化程度低 ［１４］ 。 虽然近年来牧区半牧区以及农区肉羊优势主产区肉羊产业组

织发展较为迅速，产业组织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组织模式也逐渐多样，但关于肉羊产业组织

模式绩效评价仍较少。
以往关于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与绩效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现有研究仍

存在一些不足：（１）研究视角方面。 较多文献分析了单一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未
将不同产业组织模式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 （ ２）研究方法方面。 由于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

择是一种自选择行为，其不仅受可观测因素（如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影响，而且受不可观测因素

（如天生能力和动机等）影响，而现有文献多数忽视了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对农户产业组织模式

选择及收入的影响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传统回归模型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易特性出发，遵循“交易特性—组织模式—交易绩效”的分析

思路，采用肉羊养殖户调研数据，首先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对

养殖户不同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然后运用同时考虑不可观测因素和可观测因素并消除内

生性的 ＭＴＥ 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对

不同养殖户收入的异质性影响以及影响途径。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准确评估不同产业组织模式

的增收效应，对提高养殖户组织化程度以及养殖户增收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二、模式界定及理论分析

（一）模式界定

参考既有研究，本文将肉羊产业组织模式界定为肉羊产业内部养殖户与其下游主体之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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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定的联结机制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具有特定产业形态和功能的经营方式。 从当前肉羊产业

发展情况来看，中国肉羊产业组织模式主要有四类：（ １） “市场＋养殖户”的市场交易模式，即养

殖户与上下游的市场主体之间以市场自由交易为纽带，通过交换关系相互衔接，养殖户并未与

上下游主体建立紧密的合作或协作关系；（２） “企业＋养殖户”的纵向协作模式（包括销售合同模

式和生产合同模式） ，其中纵向销售合同模式即养殖户与企业通过签订销售合同形成产销关系，
而纵向生产合同模式则是企业与养殖户签订生产合同，养殖户按照企业规定养殖肉羊，企业按

照合同规定收购养殖户肉羊，同时企业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羔羊、饲草料、兽药等） 、信息以及

防疫等服务；（３） “合作社＋养殖户”的横向合作模式，指养殖户横向联合共同发起成立或加入合

作社，共同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发挥外部规模效应，从而提升养殖户市场地位和养殖效益的一种

组织模式；（４）纵向一体化模式，即集养殖、销售、加工于一体，将交易内部化，管理者对各环节

进行层级制统一管理。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依据治理机制和制度环境的不同将经济组织形式划分为三

种，即市场、混合制和科层制。 本文中“市场＋养殖户” 松散的模式属于市场交易模式；合作社是

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混合型制度安排 ［１５］ ，“合作社＋养殖户”横向合作模式属于混合制；
而“企业＋养殖户”的协作模式同样属于混合制；集养殖、销售、加工于一体的纵向一体化组织模

式属于科层制。
（二）理论分析

依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的性质决定了契约的性质和交易成本的大小。 按照“交易特性—
组织模式—交易绩效”的思路，针对不同的交易特性，需要采用相应的治理结构即组织模式来降

低交易成本，进而提升绩效 ［１６］ 。 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前提下，体现交易特性的三个维度

分别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７］ 。 尽管三个维度都很重要，但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别

关注资产专用性 ［１］ 。 因此，本文以资产专用性来分析交易特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

响，以及由于养殖户选择不同产业组织模式而导致的绩效差异。 借鉴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７］的研究，对市

场交易模式、混合制模式（合作社模式和合同模式）以及科层制（纵向一体化）三种组织模式进

行分析。
ＴＣ ＝ β＋ｚ（Ａ） （１）

其中，ＴＣ 表示交易成本，β 表示不同组织模式下的固定交易成本， ｚ（ Ａ）为专用性资产的递

增函数，市场交易模式、混合制模式以及科层制模式，ｚ（Ａ）分为 ｖ（Ａ） 、ｘ（Ａ）和 ｗ（ Ａ） 。 不同组织

模式下交易成本分别表示为：
ＴＣＭ ＝ β０＋ｖ（Ａ） （２）
ＴＣＸ ＝ β１＋ｘ（Ａ） （３）
ＴＣＨ ＝ β２＋ｗ（Ａ） （４）

ＴＣＭ、ＴＣＸ和ＴＣＨ分别表示市场交易模式、混合制模式和科层模式的交易成本；当专用性资产

为 ０ 时，市场交易模式的自主适应性最强，而科层模式的自主适应性最弱，混合制模式处于两者

之间，因此β０＜β１＜β２；由于市场交易模式的协调适应性最差，且有边际限制，而科层模式的协调

适应性最强，混合制模式处于两者之间，因此，０＜∂ｖ（Ａ） ／ ∂Ａ＜∂ｘ（Ａ） ／ ∂Ａ＜∂ｗ（ Ａ） ／ ∂Ａ。 由此，如图

１ 所示，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加，不同模式的交易成本均呈增加趋势，当资产专用性较弱

时，市场交易模式交易成本 Ｍ（Ａ）较低；随着资产专用性增强，混合制模式的成本 Ｘ（ Ａ）较低；当
资产专用性进一步增强时，科层治理模式的成本 Ｈ（ Ａ）较低，资产专用性越强，意味着其所有者

对资产依赖性越强，参与主体面临的被“敲竹杠”和“套牢”风险越大，越有可能被交易方的事后

机会主义行为损害，而且交易中被要挟的可能性越大，交易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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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

在考虑专用性资产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同组织模式下养殖户的利润函数为：
π（ ｑ，Ａ）＝ ｒ（ ｑ） －ｃ（ ｑ，Ａ） －γＡ－ＴＣ （５）

其中，π 表示利润；ｒ（ ｑ）表示生产 ｑ 的总收入，满足∂ｒ（ ｑ） ／ ∂ｑ＞０，∂ｒ２（ ｑ） ／ ∂ｑ＞０；ｃ（ ｑ，Ａ）表示

生产成本，满足∂ｃ（ ｑ，Ａ） ／ ∂ｑ＞０，∂ｃ（ ｑ，Ａ） ／ ∂Ａ＞０；专用性资产以 γ 的单位成本表示。
不同组织模式下利润函数分别为：

πＭ ＝ ｒ（ ｑ） －ｃ（ ｑ，Ａ） －γＡ－β０－ｖ（Ａ） （６）
πＸ ＝ ｒ（ ｑ） －ｃ（ ｑ，Ａ） －γＡ－β１－ｘ（Ａ） （７）
πＨ ＝ ｒ（ ｑ） －ｃ（ ｑ，Ａ） －γＡ－β２－ｗ（Ａ） （８）

为获得最大化利润，通过对 ｑ 和 Ａ 求一阶导数获得：
∂π ｉ

∂ｑ
＝ ∂ｒ（ ｑ）
∂ｑ
－∂ｃ（ ｑ，Ａ）

∂ｑ
＝ ０　 ｉ＝Ｍ，Ｘ，Ｈ （９）

∂πＭ

∂Ａ
＝ －∂ｃ（ ｑ，Ａ）

∂Ａ
－γ－∂ｖ（Ａ）

∂Ａ
＝ ０ （１０）

∂πＸ

∂Ａ
＝ －∂ｃ（ ｑ，Ａ）

∂Ａ
－γ－∂ｘ（Ａ）

∂Ａ
＝ ０ （１１）

∂πＨ

∂Ａ
＝ －∂ｃ（ ｑ，Ａ）

∂Ａ
－γ－∂ｗ（Ａ）

∂Ａ
＝ ０ （１２）

在存在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最优的产出通过最小化生产成本（ ∂π ｉ ／ ∂Ｘ ＝ ０）决定，最优的专用

性资产规模通过最小化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π＿Ｍ） ／ ∂Ａ ＝ （ ∂π＿Ｘ） ／ ∂Ａ ＝ （ ∂π＿Ｈ） ／ ∂Ａ ＝ ０ 决定。
不同组织模式下产出的一阶条件相同，即∂πＭ ／ ∂Ｘ ＝ ０、∂πＸ ／ ∂Ｘ ＝ ０ 和∂πＨ ／ ∂Ｘ ＝ ０，但专用性资产

的一阶条件是不同的（０＜∂ｖ（Ａ） ／ ∂Ａ＜∂ｘ（ Ａ） ／ ∂Ａ＜∂ｗ（ Ａ） ／ ∂Ａ） 。 所以，产业组织模式的选择取决

于资产的专用性程度。 图 ２ 给出了利润最大化前提下专用性资产规模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图 ２　 不同组织模式下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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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选择达到最优（均能达到∂π ／ ∂Ｘ ＝ ０）的前提下，图 ３ａ 直观地显示了专用性资产与利

润的关系。 随着专用性投资的增加，参与主体会获得由专业化水平提升带来的更多的经济收

入 ［１７］ 。 图 ３ｂ 展示了不同组织模式下利润与资产专用性关系 ［１８］ 。 当专用性资产小于 Ａ１时，养
殖户会选择市场交易模式，但此时养殖户收入水平较低；当专用性资产介于 Ａ１和 Ａ２之间时，养
殖户选择混合制模式，此时养殖户收入水平高于市场交易模式；当专用性资产进一步提高至大

于 Ａ２时，养殖户会选择由企业控制的准科层模式，养殖户收入进一步提高。 关于不确定性以及

交易频率的分析类似 ［１８］ 。 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均为混合制模式，但从组织模式演化

角度看，横向合作模式更倾向于市场交易模式，而纵向协作模式更倾向于科层模式，纵向生产合

同模式与科层模式更接近。

图 ３　 不同组织模式下利润与组织模式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两个假说：
假说 １：专用性资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者均会影响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随着专

用性资产增加、不确定性增大或交易频率的提高，养殖户对产业组织模式的选择将由市场交易

模式向横向合作社模式再向纵向协作模式转变。
假说 ２：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均可以提高养殖户养殖收入，

其中，选择纵向协作模式的养殖户收入提高更快①。

三、实证模型设定

（一）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由于产业组织模式属于多项选择问题，因此，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用于分析交易特性对养殖

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是比较适合的方法。 养殖户不同产业组织模式的选择函数为：
Ｄ（Ｚ）＝ ｆ（Ｃ，Ｆ） （１３）

其中，Ｚ 表示选择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Ｃ 表示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

率） ；Ｆ 表示养殖户个体和养殖基本特征（户主个体特征、户主认知和养殖特征） 。
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Ｐ（Ｙ ＝ ｊ ｜ Ｘ ｉ）＝
ｅｘｐ （α＋β ｉＸ ｉ）
１＋ｅｘｐ（α＋β ｉＸ ｉ）

（１４）

其中，Ｙ 代表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市场交易模式、横向合作模式、纵向销售合同模式以

及纵向生产合同模式，分别赋值 ０、１、２、３；Ｘ ｉ表示影响养殖户选择产业组织模式的第 ｉ 个因素（ ｉ
＝ １，２，…，ｎ） 。 建立累计 ｌｏｇｉ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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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文实证分析部分不包括纵向一体化模式，主要是由于当前肉羊产业纵向一体化模式较少，而且纵向一体化模式更

像是企业，而非单纯养殖户。



ｌｏｇｉｔ（Ｐ ｊ）＝ ｌｎ Ｐ（Ｙ≤ ｊ）
Ｐ（Ｙ≥ ｊ＋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 α＋β ｉＸ ｉ （１５）

其中，Ｐ ｊ是养殖户选择产业组织模式 Ｙ ＝ ｊ（ ｊ＝ ０，１，２，３）时的概率；α 和 β 是模型的待估计参

数。 得到参数估计后，某种特定情况（如 Ｙ ＝ ｊ）发生的概率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Ｐ（Ｙ ＝ ｊ ｜ Ｘ）＝ １
１＋ｅｘｐ（α＋β ｉＸ ｉ）

－Ｐ（Ｙ≤ ｊ－１ ｜ Ｘ） （１６）

（二）多元处理效应模型（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ＭＴＥ 模型）
为评估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养殖收入的影响，早期较多研究通过简单分组比较或使用产

业组织模式的虚拟变量带入方程进行回归分析，从而估计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养殖收入的影

响 ［２，１０］ 。 但由于对研究对象的评估属于事后评估，调研所获得的不同产业组织模式下养殖户数

据样本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如将数据样本简单划分为不同产业组织模式下的子样本进行估计并

比较，可能会由于存在“选择偏差”从而产生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建立如下模型：
Ｙ ｉ ＝ Ｘ ｉα＋Ｄ ｉγ＋ε ｉ （１７）
Ｄ∗ｉ ＝ Ｚ ｉβ＋μ ｉ （１８）

其中，Ｙ ｉ为养殖户养殖收入；Ｘ ｉ为衡量养殖户个体特征、交易特征等外生变量；Ｄ ｉ为养殖户产

业组织模式选择变量，其值由潜变量 Ｄ∗ｉ 的值决定；α、γ 和 β 为待估计系数；ε ｉ和μ ｉ为随机误差

项。 如果（１７）式中选择变量Ｄ ｉ为外生的，那么可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直接估计产

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养殖户养殖收入的影响。 但作为一种选择行为，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自

选择行为，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可观察的（如养殖户管理能力、养殖技术

能力等） ，且（１７）式中ε ｉ包含的不可观测因素和（１８）式中μ ｉ包含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

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和养殖收入，从而导致ε ｉ和μ ｉ存在相关性，即 ρ＝ ｃｏｖ（ ε ｉ，μ ｉ）≠０，因此选

择合适的模型至关重要。
为了解决内生性及多元选择问题，本文使用 Ｄｅｂ 等 ［１９］提出的多元处理效应模型。 ＭＴＥ 模

型采用两步估计方法，第一步估计混合多项 Ｌｏｇｉｔ模型，即养殖户选择方程：

Ｐ（Ｄ ｉ ＝ ｊ ｜ Ｚ ｉ）＝
ｅｘｐ （α＋β ｉＺ ｉ）
１＋ｅｘｐ（α＋β ｉＺ ｉ）

（１９）

其中，Ｚ ｉ为解释变量，同式（１８） ；Ｐ（Ｄ ＝ ｊ ｜ Ｚ ｉ）为农户选择产业组织模式 ｊ 的概率。 并计算每

个农户的风险（ ｈａｚａｒｄ） λ ｉ。
第二步收入估计方程，用 ＯＬＳ 估计方程（２０） ：

Ｙ ｉ ＝ Ｘ ｉα＋Ｄ ｉγ＋ρ σελ ｉ （２０）

其中，λ ｉ的系数的估计值为ρσ ε

(

，如果估计结果显著则说明存在内生性问题。
在运用 ＭＴＥ 进行估计时，影响选择的变量Ｚ ｉ和影响收入的变量Ｘ ｉ可以有重叠，但Ｚ ｉ至少包

含一个变量不在Ｘ ｉ中，即选择合适的影响养殖户选择产业组织模式但不影响养殖户养殖收入的

变量，可将其视为工具变量。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两个工具变量，即养殖户参与产业组

织前对产业组织认知情况和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 ［１３，２０］ 。 而在其他变量选取方面，可以基于选

择方程选取，也可以基于收入方程选取。 基于选择方程选取变量较为常见，而且有利于分析交

易特性变量对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影响的分析，因此本文基于选择方程选取变量。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肉羊产业监测预警团队 ２０１８ 年 ６—７ 月的专题调研。 本研究

５３１

第 ５ 期 丁存振，肖海峰：交易特性、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与增收效应



采用分层抽样调查方法。 首先，根据全国肉羊优势区域规划，结合肉羊产业总体发展情况以及

产业组织发展情况选择 ６ 个肉羊主产省（区） ，分别是农牧交错带优势区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

省，西北优势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南优势区的四川省，中原优势区的山

西省；其次，在每个主产省（区）随机选择 ２ ～ ４ 个肉羊产业优势县，共计 １５ 个县①，每个县选取不

同产业组织模式可以辐射的村，每村随机选取 ２５ 户，共获取 ３７５ 个肉羊养殖户。 调研问卷访谈

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肉羊养殖基本情况、生产要素使用情况、养殖成本和收益情况、产业组

织模式选择情况等。 剔除前后问题答案不一致以及不完整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３５５ 份，
问卷有效率 ９４．６７％。 其中，选择市场交易模式的养殖户 １７８ 户，横向合作模式养殖户为 ９２ 户，
纵向销售合同协作养殖户 ５２ 户，纵向生产合同协作养殖户 ３３ 户。

（二）变量选取

根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７］关于资产专用性的分类，可以将养殖户资产专用性分为三类：地理位置专

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 依据现有文献并结合肉羊产业实际，本文选取养殖

户是否位于牧区、距离周边最近肉羊交易市场的距离等 ２ 个变量衡量地理位置专用性；选取是

否拥有饲草加工机械、草场面积、养殖专业程度和圈舍价值等 ４ 个变量来衡量实物资产专用性；
选取养殖户是否兼业、养殖肉羊年限和户主是否接受过肉羊养殖技术培训等 ３ 个变量衡量人力

资本专用性 ［９］ 。 按照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不确定性源于事物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对称，不确

定性可分为两种：生产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 本文采用肉羊死亡数量占肉羊养殖规模比例

来衡量养殖不确定性，采用养殖户当年销售肉羊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之比来衡量环境不确定

性。 交易频率与交易成本呈正相关，养殖户每交易一次，需要支付一次搜寻、谈判、监督的成本，
交易频率越高意味着交易成本越高 ［２１］ ，本文选取年度内出售肉羊次数来衡量交易频率。

由于不同地区肉羊产业组织发展水平和多样性存在差异，现实中养殖户可能面临产业组织

模式不可得或组织数量有限的约束条件，养殖户所在地区产业组织发展水平和发育状况影响养

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行为 ［８］ 。 本文选取养殖户所在地区周边是否有可供合作的企业以及可

供加入的合作社作为环境特征变量，用以反映产业组织发展状况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

现实约束性。 除以上变量之外，本文选取养殖户户主年龄、文化程度、肉羊养殖方式、养殖规模、户
主对产业组织模式认知程度来表征养殖户个体和养殖特征。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描述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资产专用性 地理位置专用性

物质资产专用性

人力资本专用性

养殖户是否位于牧区：否 ＝ ０，是 ＝ １ ０．４３ ０．５０

养殖场距离周边最近肉羊交易市场距离：０ ～ ５ 公里 ＝ １，５ ～ １０ 公

里 ＝ ２，１０ ～ １５ 公里 ＝ ３，１５ ～ ２０ 公里 ＝ ４，２０ 公里以上 ＝ ５

３．４７ １．４０

养殖户是否拥有饲料加工机械：否 ＝ ０，是 ＝ １ ０．６７ ０．４７

养殖户养殖专业化程度：肉羊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

自然对数
４．２６ ０．４８

养殖户草场面积（亩）自然对数 １．７４ ３．１２

养殖户固定资产投资额（元）自然对数 １０．４５ １．５９

户主是否兼业：否 ＝ ０，是 ＝ １ ０．２８ ０．４５

养殖户养殖肉羊年限 １７．２７ １１．１０

户主是否接受过肉羊养殖技术培训：否 ＝ ０，是 ＝ １ ０．５５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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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研选取的 １５ 个县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临河区、乌拉特中旗、敖汉旗、克什克腾旗，辽宁省的凤城市、盖州市，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的拜城县、温宿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同心县，四川省的普格县、喜德县、越西县，山西省的岚县、岢岚县。



续表１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 价格波动情况：当年肉羊交易市场销售价格的变动幅度 ２０．４７ １６．５９

养殖不确定性 养殖户肉羊养殖死亡率（％） ４．５８ ６．７１

交易频率 交易频率 养殖户年度内销售肉羊次数 ３．９４ ５．５４

外部环境

特征

企业合作约束性 养殖户周边是否有可供合作的屠宰加工企业：否 ＝ ０，是 ＝ １ ０．４８ ０．５０

参与合作社 ／协会 养殖户周边是否有可供加入的专业合作社 ／协会：否 ＝ ０，是 ＝ １ ０．８１ ０．３９

户主个体

特征

养殖特征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４９．２１ ９．６１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 １，小学 ＝ ２，初中 ＝ ３，高中及中专 ＝ ４，大专及以上 ＝ ５ ２．７２ ０．８６

是否村干部 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否 ＝ ０，是 ＝ １ ０．１３ ０．３４

户主对产业组

织认知程度

很不了解 ＝ １；不了解 ＝ ２；一般 ＝ ３；了解 ＝ ４；很了解 ＝ ５ ３．０３ １．１０

肉羊养殖规模 养殖户肉羊实际养殖数量的自然对数 ５．１６ １．１３

肉羊养殖模式 养殖户是否自繁自育养殖模式：否 ＝ ０，是 ＝ １ ０．８０ ０．４０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交易特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

表 ２ 为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在资产专用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影响方面。 养

殖户是否位于牧区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产生正向影响，表明牧区养殖户更倾向于选择紧

密产业组织模式，主要是因为养殖户位于牧区，其产业发展方式较为单一，地理位置专用性更

强，养殖户更倾向于选择紧密产业组织模式；拥有饲草料加工机械越多、草场面积以及固定资产

投资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有正向影响，三者作为专用性物质资产，用途较为单一，作为沉

没资产，养殖户拥有机械越多、草场面积越大、固定资产投资额越大，越能促进养殖户选择紧密

产业组织模式 ［８］ ；户主是否兼业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产生负向影响，户主兼业，其人力资

本专用性程度较低，对肉羊养殖依赖性较低，相反，非兼业养殖户对养殖业经营程度更高，也更

加关注养殖经营产出，选择紧密产业组织模式概率就越高。 其次，不确定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

模式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肉羊市场价格波动和肉羊养殖死亡率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

选择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随着市场不确定性以及养殖不确定性增强，养殖户越倾向于选择

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其目的是希望借此来降低养殖风险，提高养殖效益。 最后，交易频率对养殖

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随着养殖户销售频率提高，越倾向于选择紧密的产业

组织模式。 由此也证明了本文研究假说 １，即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以及不确定性三者均显著

影响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交易频率或不确定性的提高，养殖户

对肉羊产业组织模式的选择将由市场交易模式向横向合作组织模式再向纵向协作模式转变。
除此之外，养殖户周边企业和合作社发展情况也显著影响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的选择，这

反映了养殖户周边产业组织发展状况会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产生现实约束性，这与预期

一致，与实际情况也相符。 由于部分地区产业组织主体数量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组

织发展。 另外，户主是否村干部、农户的产业组织认知、肉羊养殖规模以及肉羊养殖模式等养殖

户个体及养殖特征均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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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交易特性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系数 ｚ值

资产专用性 地理位置专用性

物质资产专用性

人力资本专用性

是否位于牧区 ０．２８２∗ １．８２０

肉羊交易市场距离 ０．０６９ １．０００

是否拥有饲料加工机械 ０．４７３∗∗ ２．１８０

养殖专业化程度 ０．２４１ ０．９８０

草场面积 ０．０８７∗∗ ２．５７０

固定资产投资额 ０．０２８∗∗ ２．０７０

户主是否兼业 －０．５４２∗∗ －２．０００

养殖户养殖肉羊年限 －０．００１ －０．１５０

肉羊养殖技术培训 ０．３１０ ０．２１０

不确定性 市场不确定性 肉羊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０．０１９∗∗∗ ２．９５０

养殖不确定性 肉羊养殖死亡率 ０．０２４∗ １．７４０

交易频率 年度内销售肉羊次数 ０．０６８∗∗∗ ２．８７０

外部环境特征 企业合作约束性 养殖户周边是否有可供合作的屠宰加工企业 １．２２９∗∗∗ ３．３５０

参与合作社 ／协会 养殖户周边是否有可供加入的专业合作社 １．４７８∗∗∗ ２．８８０

个体特征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８４０

户主文化程度 －０．１４８ －１．２３０

是否村干部 ０．５０６∗ １．８６０

产业组织认知 ０．３５３∗∗∗ ３．４１

养殖特征 肉羊养殖规模 ０．１９９∗ １．８３０

肉羊养殖模式 －０．１１４∗ －１．７５０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４４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二）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收入的影响

表 ３ 为模型估计结果，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０．０００）意味着零假设被拒绝，即所有的

回归系数是共同等于零被拒绝。 同时，为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分别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 ＯＬＳ 模

型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和养殖收入进行回归，发现两变量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在

１％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养殖户养殖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而且 Ｓａｒｇａｎ－Ｂａｓｍａｎ 过度识别检

验统计量 ｐ 值大于 ０．０５，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因此，两个变量是有效的工具变量，也表明

本文选用 ＭＴＥ 模型进行分析比较合适。
表 ３ 中选择方程为第一步多元 Ｌｏｇｉｔ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

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变量对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均有显著影响，这与上文估计结果一致，
在此不做赘述，此部分重点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养殖收入的影响。 为了评估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同时估计了外生假设条件下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收入的影响（表 ３ 第 ５ 列） 。 首先，
在不可观测因素影响方面。 λ ｉ在 １％水平上均显著，说明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与养殖收入

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所以通过第一步选择方程纠正选择偏差是有效的。 其次，产业组织模式对

养殖户收入的影响。 在内生假设条件下剔除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选择偏误后，横向合作组织模

式以及纵向协作模式对养殖户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紧密产业

组织模式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 其中纵向协作模式对养殖户收入提升作用优于横向合作模式，
而纵向生产合同模式提升作用最为显著。 除此之外，通过普通线性回归估计可以看出（表 ３ 第

５ 列） ，在外生条件下，由于没有考虑不可观测的混杂因素，导致误导性因果推断。 最后，关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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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观测因素对养殖户收入的影响。 是否拥有饲料加工机械、养殖专业化程度、固定资产投资

额以及是否经过技术培训等对养殖户收入均有正向影响，表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养殖专业化

程度的提升、养殖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技术培训均有利于养殖户收入的提高。 肉羊养殖规模对

养殖户收入有正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在当前养殖户肉羊养殖户规模普遍较小的情况下，随着养

殖规模的提高，有利于养殖户发挥规模效应降低养殖成本从而提升养殖收入。
表 ３　 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选择方程

（１） （２） （３）
收入方程 ＯＬＳ

横向合作模式 ０．３９５∗∗（２．４４） ０．３７７（１．０６）

纵向协作模式 １ ０．４６３∗∗∗（３．３７） ０．４２３∗（１．７４）

纵向协作模式 ２ ０．５９５∗∗∗（３．０６） ０．３２８∗（１．８１）

是否位于牧区 ０．１０８（１．３８） ０．４９３∗∗（１．９８） ０．３３４∗（１．８６） ０．１２６（１．２８） ０．３１８（１．１９）

肉羊交易市场距离 ０．１９９（１．５１） ０．２００（１．０２） ０．２３０（１．３６） －０．０２５（０．６６） －０．０２１（０．３４）

是否拥有饲料加工机械 ０．３６８（１．０７） １．３６６∗∗（２．３０） ０．５２９∗（１．７７） ０．０８５∗∗∗（３．７０） ０．２１７∗∗∗（２．７１）

养殖专业化程度 ０．０１４（１．２８） ０．０２３（１．３３） ０．０１８（１．４８） ０．０２４∗∗（２．１３） ０．０１４∗∗∗（３．０３）

草场面积 ０．０７７∗（１．７８） ０．２６３∗∗∗（２．９２） ０．３０５∗∗∗（３．４２） ０．０３４（０．９３） ０．０３０（０．８５）

固定资产投资额 ０．１０７（０．６１） ０．５５０∗∗（１．９７） ０．０９５（０．９６） ０．０２３∗∗∗（２．５７） ０．１０２（１．３８）

户主是否兼业 －０．４２８∗∗（－１．９７） －０．９８９∗（－１．９４） －０．５９３∗（－１．７６） －０．００９（－０．０７） －０．０３８∗（－１．８６）

养殖肉羊年限 －０．０２０∗（－１．８６） －０．０２４（－１．４３） －０．０２５（－０．６３） －０．００２∗∗（－２．２５） －０．０１１（－１．３５）

技术培训 ０．５４７（１．２５） －０．８７８（－１．５５） ０．１８６（０．５４） ０．０２５∗∗（２．３６） ０．３５１∗∗（１．９８）

市场不确定性 ０．００７（０．９３） ０．０４８∗∗∗（２．７２） ０．０３７∗（１．８３） －０．００４（０．３５） －０．００７（１．１３）

养殖不确定性 ０．０３０∗（１．９１） ０．０１８（０．２１） ０．０７４∗（１．９３） －０．００５（０．４０） －０．００３（０．２１）

交易频率 ０．２００∗∗∗（３．３７） ０．５４４∗∗（２．０１） ０．２８８∗∗∗（４．２０） ０．００４∗（１．６５） ０．０６２∗∗∗（２．８９）

企业合作约束性 ０．４２０（１．０３） １．０１３∗∗∗（２．７８） １．３４５∗∗∗（４．２１） ０．２４２∗（１．７４） ０．０９３∗∗（２．５２）

参与合作社 ／协会约束性 １．４６７∗∗∗（４．９５） ０．４４２∗（１．６９） ０．２４５（１．４１） ０．２１３（１．１１） ０．１１１（０．８１）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７（０．７５） ０．００８（０．９５） ０．０３２（１．１４） －０．０２５（０．８１） －０．０１１（１．１７）

户主文化程度 －０．１５９（－１．４９） ０．４７３（１．００） －０．１２１（－１．５７） ０．０２４（０．９３） ０．００８∗（１．７９）

肉羊养殖规模 ０．３１９（０．９４） ０．２０７（１．５４） ０．１８３∗（１．８６） ０．０４９∗∗∗（３．５５） ０．３２６∗∗（２．６１）

肉羊养殖模式 ０．０２４∗（１．８２） －０．１４５∗∗（－２．１０） －０．１８３（－１．２５） －０．２０７（０．４９） －０．２７３（－０．８７）

常数项 －５．４７９∗∗∗（－３．２７） －１１．４０６∗∗（－２．２４） －１１．４７８∗∗∗（－２．８０） ５．６２８∗∗∗（８．６６） ６．３７３∗∗∗（５．８７）

是否村干部 ０．４７９（１．５３） １．８９０∗∗（２．３８） ０．９５５（１．１９）

产业组织认知 ０．９２０∗∗∗（４．３３） １．００９∗∗∗（４．９９） ０．８２７∗∗∗（２．８１）

ｌｎｓｉｇｍａ ０．２３６∗∗∗（３２．９９）

λ２ －０．１６４∗∗∗（－３．２０）

λ３ －０．４４１∗∗∗（－２．３７）

λ４ －０．３４９∗∗∗（－３．６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９２１．０２６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注：①∗、∗∗、∗∗∗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②纵向协作模式 １ 表示纵向销售合同模式，纵向协作模式

２ 表示纵向生产合同模式；③ＭＴＥ 估计模型中括号内为 ｚ值，ＯＬＳ估计模型括号内为 ｔ值。 表 ４、表 ５ 同。

（三） 产业组织模式影响不同规模养殖户收入的异质性

产业组织发展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及其市场地位提高进而提升养殖户

的养殖收入，但由于养殖户存在规模异质性，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规模的养殖户收入影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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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规模养殖户养殖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在

规模划分上，本文将高于平均养殖规模的养殖户归为大规模养殖户，将低于平均养殖规模养殖

户归为小规模养殖户。 与前文类似，本文同时估计了外生条件下和内生条件下产业组织模式对

养殖户销售价格和养殖成本的影响来评估结果的稳健性（表 ４） 。
从表 ４ 可以看出，首先，无论是针对小规模养殖户，还是针对大规模养殖户，λ ｉ均显著为正

或负，说明存在正向或负向的选择性偏差，如不消除该偏差会因为存在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误。
其次，在消除选择性偏差后，不同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对小规模养殖户和大规模养殖户养殖收入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紧密产业组织模式均可以提升小规模养殖户

和大规模养殖户养殖收入。 最后，针对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规模养殖户影响程度而言，横
向合作模式对小规模养殖户收入的提升作用要显著高于对大规模养殖户收入的提升，表明小规

模养殖户往往比大规模养殖户更多地从横向合作模式中获益，这与 Ｍａ 等 ［２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而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纵向协作模式同样可以提高小规模养殖户的养殖收入，这与 Ｍｉｙａｔａ
等 ［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纵向协作模式对大规模养殖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

为明显。
表 ４　 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规模养殖户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假设 变量 小规模养殖户 大规模养殖户

外生 ＯＬＳ 横向合作 ０．４７０∗（ １．６８） ０．１８６∗（ １．８４）

纵向协作 １ ０．４３３∗（ １．８６） ０．２９５∗（ ２．０１）

纵向协作 ２ ０．３００∗（ １．７４） ０．７６０∗∗（ ２．０５）

内生 ＭＴＥ 横向合作 ０．４２５∗∗（ ２．３９） ０．０２７∗（ １．７０）

纵向协作 １ ０．４００∗∗（ ２．１７） ０．８４０∗∗∗（ ３．００）

纵向协作 ２ ０．３６２∗（ １．８９） ０．８５８∗∗（ ２．００）

ｌｎｓｉｇｍａ －２．１３４∗∗∗（ －１５．８２） －２．３９０∗∗∗（ －１６．７７）

λ２ ０．７６６∗∗∗（ ３８．４４） ０．８１８∗∗∗（ ５７．９９）

λ３ ０．０７１∗∗∗（ ３．０８） －０．５０３∗∗∗（ －２６．０２）

λ４ －０．７４０∗∗∗（ －３２．９８） －０．１１０∗∗∗（ －５．０５）

（四）产业组织模式影响养殖户养殖收入的途径

产业组织模式主要通过订单或统一销售等提高销售价格和提供完善的服务降低养殖成本

两个途径来影响养殖户的养殖收入。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产业组织模式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主要

途径，本文同时估计外生条件下和内生条件下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销售价格和养殖成本的影

响（表 ５） 。 首先，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肉羊销售价格的影响。 ＭＴＥ 模型估计中λ３和λ４显著为

正，说明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与销售价格存在正向的选择偏差；而λ２不显著，说明养殖户横

向合作模式选择与肉羊销售价格之间不存在选择偏差和内生性。 在剔除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后，
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纵向协作模式确实提升了养殖户肉羊销售价格，横向合作模式对养殖户

肉羊销售价格则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肉羊养殖成本的影响。 ＭＴＥ 模型

估计中λ２和λ４均显著为负，说明养殖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与养殖成本存在负向的选择偏差，在
消除选择偏差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式对养殖成本仍有显著负向影响，而纵向生

产合同协作模式同样对养殖户养殖成本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 Ｂｉｒｔｈａｌ 等 ［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
纵向协作模式具有较低的生产和营销成本。 ＭＴＥ 模型估计中λ３不显著，说明纵向销售合同模式

与养殖成本之间不存在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同时估计结果也显示，纵向购销合同模式中养殖户

肉羊养殖成本与市场交易模式中养殖户肉羊养殖成本无显著差异。
综上可以看出，横向合作模式提升养殖户养殖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养殖户养殖成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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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羊销售价格方面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并无显著差别；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纵向销售合同

模式只能提升养殖户销售价格，不能降低养殖户养殖成本，因此主要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提高养

殖户收入；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纵向生产合同协作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养殖户肉羊销售价格，而
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养殖户养殖成本，从而提高养殖户养殖收入。

表 ５　 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户销售价格和养殖成本影响的估计结果

假设 变量 价格 成本

外生 ＯＬＳ 横向合作 ０．０１３（ ０．９７） －０．４７２∗∗（ －２．３４）

纵向协作 １ ０．０４０∗（ １．９１） －０．０９０（ －０．６５）

纵向协作 ２ ０．０８２∗（ １．６８） －０．２０４（ －１．０７）

内生 ＭＴＥ 横向合作 ０．０２９（ １．６２） －０．４７７∗（ －１．７５）

纵向协作 １ ０．０３２∗（ １．７９） －０．１４１（ －１．５１）

纵向协作 ２ ０．０６０∗（ １．９２） －０．３２３∗（ －１．８６）

ｌｎｓｉｇｍａ －１．９５７∗∗∗（ －１７．０１） －０．２８０∗∗∗（ －２．８８）

λ２ －０．０５３（ －１．６２） －０．２５７∗（ －１．９５）

λ３ ０．１０５∗∗∗（ ４．９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６）

λ４ ０．０６３∗（ １．６６） －０．３７８∗∗∗（ －２．６８）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六省肉羊养殖户调研数据，通过多元 Ｌｏｇｉｔ模型和多元处理效应模型（ＭＴＥ 模型） ，
分析了交易特性对养殖户不同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由此导致的养殖户养殖

收入差异。 结果表明：首先，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以及不确定性三者均显著影响养殖户产业组

织模式选择，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交易频率的增加和不确定性的上升，养殖户对肉羊产业组

织模式的选择由市场交易模式向横向合作组织模式再向纵向协作组织模式转变；产业组织带动

主体发展状况同样影响养殖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其次，在控制了可观测因素和不可观测因素

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紧密产业组织模式能够提高养殖户养殖收入，其中，纵向协作模式对

养殖户收入提升作用优于横向合作模式，而纵向生产合同模式提升作用最为显著。 再次，与市

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小规模养殖户的养殖收入，而纵向协作模式更有

利于提高大规模养殖户的收入。 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

式主要通过降低养殖成本来提升养殖收入，纵向销售合同协作模式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来提升养

殖户养殖收入，而纵向生产合同协作模式则是通过降低养殖成本和提高销售价格两方面来提升

养殖户养殖收入。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为提升肉羊产业组织化程度，应进一步提升养殖

户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通过机械购置补贴、棚圈建设补贴等方式提高养殖户专用性资产投资

水平，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养殖户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优化养殖区域布局提高优势区域养殖专业

化水平；其次，继续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除养殖户参与产业组织模式的现实约束，尤
其在当前肉羊养殖“散、小、弱”特征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应大力发展和完善养殖专业合作社，并
在此基础上提升产业组织主体的带动能力，进一步完善养殖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

制；最后，发挥不同产业组织模式优势，针对不同地区肉羊产业发展状况差异，结合当地养殖户

及产业组织主体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推动产业组织模式发展，如在分散性强、养殖户规模小、专
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发展“合作社＋养殖户”模式，而在肉羊养殖优势区域、养殖户规模化水平

高、专业化程度高的地区推动“企业＋养殖户”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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